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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目的

 

纵向调查产褥期女性抑郁症状的发生状况,分析其影响因素,为产褥期保健提供参考。方法
 

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

表,于产妇产后3
 

d和产褥期结束时(42
 

d左右)进行调查。结果
 

515名产妇完成研究。产后3
 

d和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发生率

分别为5.8%、6.4%。与配偶关系不好、新生儿性别不符合预期、产后夜间睡眠障碍、没有人帮助喂养新生儿、租房是产后3
 

d抑

郁症状的危险因素(均P<0.05);产后3
 

d发生抑郁症状、产后夜间睡眠障碍、与配偶关系不好及新生儿性别为男是产褥期结束

时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(均P<0.05)。结论
 

分娩后早期对产妇进行抑郁症状筛查非常重要,夫妻关系和睡眠问题需要重点

关注;男性新生儿导致产妇不良情绪的发生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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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产后抑郁是全球产后女性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

一,一般指产后12个月内发作的抑郁[1],荟萃分析显

示总体患病率为13%~20%[2]。产后抑郁不仅对母

婴及其家庭产生近期严重后果,有研究证实:母亲的

负性情绪以及不良养育环境对后代的心理、认知和行

为发育会产生深远影响[3-4]。近年来,产后抑郁所致

的自杀、伤婴事件时有报道,其社会危害已受到公众

关注。全球范围内,“心理健康”到“精神障碍”已被视

为无法分割的连续谱,尤其对产后抑郁,从存在抑郁

症状到诊断为产后抑郁常常难以分割,若侧重于后

端,将使心理卫生服务永远处于被动救火状态,资源、
质量、效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难以破解[5]。产后抑

郁影响因素众多,且不同的社会环境、社会结构以及

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全相同。本研究旨在跟踪产妇

恢复的关键时期———产褥期抑郁症状的发生状况及

其影响因素,为预测和预防产后抑郁提供参考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(伦审2020-
72),选择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

属妇产科医院(杨浦院区)分娩的产妇为研究对象。
纳入标准:①年龄≥18岁;②能正确理解并应答问

卷;③知情同意,自愿参与本研究。排除新生儿死亡

或有严重先天性疾病。取调查影响因素的15倍估算

样本量,考虑15%的失访率,共需要495份问卷。
1.2 方法

1.2.1 研究工具 ①人口学资料调查问卷:自行设

计,包括年龄、文化程度、户口所在地、职业、住房情况

以及医疗付费方式。②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(Edin-

burgh
 

Postnatal
 

Depression
 

Scale,EPDS)[6]:是最常

用的产后抑郁自评量表,2007年郭秀静等[7]再次修

订EPDS,使其适用于中国内地。修订后 EPDS的

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76,内容效度为0.933。共10
个条目,每个条目得分0~3分,总分30分,得分越

高,表示抑郁的可能性越大。国内研究推荐以9分或

10分作为截断值[8-9],本研究以EPDS得分≥10分或

第10题选择有自伤自杀倾向者为产后抑郁症状阳

性。③产科变量调查表:自行设计,包括产次、是否足

月分娩、分娩方式、有无分娩镇痛、有无产后出血、有
无产后感染;是否为试管婴儿、新生儿性别、新生儿体

质量、新生儿是否收治入院;家族精神疾病史、个人精

神疾病史、孕期有无健康问题(本次妊娠期间有无高

血压、糖尿病、内分泌疾病以及其他问题)、孕期有无

参加孕妇学校;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预期、喂养方式、
是否有人帮助喂养宝宝、晚上(指每天22:00~6:00)
照顾宝宝次数、产后夜间睡眠情况、与配偶关系;以及

产前建档时(为妊娠8~16周)是否存在焦虑症状或

抑郁症状。产前建档时分别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-7
(General

 

Anxiety
 

Disorder-7,GAD-7)和患者健康问

卷(Patient
 

Health
 

Questionnaire,PHQ-9)对孕妇是

否存在焦虑和抑郁症状进行筛查,以GAD-7评分≥7
为存在焦虑症状[10],以PHQ-9评分≥10为存在抑郁

症状[11]。
1.2.2 数据收集方法 产后3

 

d和产褥期结束时

(产后42
 

d左右)进行调查。产妇充分了解后如愿意

参与研究则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填写调查问卷,部分孕

期和分娩资料通过病史查询获得。产后3
 

d发放问

卷525份,回收有效问卷525份;产褥期结束时失访8
人,其中5人无法联系,3人拒填问卷,共发放问卷

517份,回收问卷517份,其中无效问卷2份,最终收

集有效问卷515份。
1.2.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.0软件录入数

据。EPDS评分为偏态分布,采用中位数(四分位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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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述。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检

验;将单因素分析中P<0.10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

归分析。检验水准α=0.05。
2 结果

2.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515名产妇完成2次调

查,年龄21~46(32.01±3.63)岁;其中高龄产妇(≥
35岁)77人;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6人,本科/专科

363人,研究生及以上126人;本地户籍213人,外地

户籍302人;就业470人,无业45人;医保453人,自
费62人。初产妇408人,经产妇107人;足月产485
人,早产30人;顺产296人,剖宫产193人,产钳助产

26人;新生儿性别为男260人,女255人。产前建档

时GAD-7筛查存在焦虑症状64人,PHQ-9筛查存

在抑郁症状65人。
2.2 产后3

 

d抑郁症状发生状况及影响因素

2.2.1 产后3
 

d抑郁症状发生状况 产后3
 

d产妇

EPDS得分2(0,4)分,有产后抑郁症状30人,占
5.8%,其中有自伤自杀倾向9人(1.7%),9人中有6
人分数低于10分。
2.2.2 产后3

 

d抑郁症状单因素分析(P<0.10)的
项目 见表1。

表1 产后3
 

d抑郁症状的单因素分析 人(%)

项
 

目 人数 产后抑郁症状 χ2 P

住房情况 5.698 0.017
 有自住房 432 20(4.6)

 租房 83 10(12.0)
个人精神疾病史 - 0.016
 无 505 27(5.3)

 有 10  3(30.0)
新生儿性别符合预期 - 0.001
 符合 500 25(5.0)

 不符合 15  5(33.3)
产前建档时GAD-7评估 7.406 0.007
 无异常 451 21(4.7)

 焦虑症状 64  9(14.1)
睡眠情况 15.961 <0.001
 正常 119 3(2.5)

 睡眠障碍* 200 22(11.0)

 睡眠可但常被唤醒 196 5(2.6)

 照顾新生儿

与配偶关系 - 0.001
 好 499 25(5.0)

 不好 16  5(31.2)
有人帮助喂养新生儿 3.871 0.049
 有 492 26(5.3)

 没有 32  4(12.5)

  注:*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困难(入睡时间超过半小时)、早醒、睡眠浅。

2.2.3 产后3
 

d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

分析 以产后3
 

d有无发生抑郁症状为因变量(0=
无,1=有),纳入表1中的变量为自变量,进行logis-
tic回归分析。结果见表2。
2.3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发生状况及影响因素

2.3.1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发生状况 产褥期结

束时EPDS得分2(0,4)分,有产后抑郁症状33人,占
6.4%;其中14人有自伤自杀倾向(2.7%),14人中

有5人得分小于10分。
表2 产后3

 

d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

变量 β SE Waldχ2 P OR(95%CI)

常量 -5.682 0.924 37.808 <0.001 0.003(-)
与配偶关系 2.153 0.652 10.898 0.0018.612(2.398~30.927)
新生儿性别预期 2.082 0.645 10.428 0.0018.021(2.267~28.382)
睡眠障碍 1.600 0.661 5.847 0.0164.951(1.354~18.101)
有人帮助 1.512 0.646 5.479 0.0194.535(1.279~16.081)
住房情况 1.208 0.445 7.376 0.007 3.348(1.400~8.006)

  注:自变量赋值如下。与配偶关系:好=0,不好=1;新生儿性别预期:符

合=0,不符合=1;睡眠以正常为参照设置哑变量;有人帮助喂养新生儿:有=0,

没有=1;住房情况:有自住房=0,租房=1。自变量容差0.940~0.985,膨胀因

子(VIF)1.015~1.064,不存在共线性。模型 Hosmer-lemeshow 检验,χ2=

0.277,P=0.934。

2.3.2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单因素分析(P<
0.10)的项目 见表3。

表3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的单因素分析

人(%)
项目 人数 产后抑郁症状 χ2 P

住房情况 5.249 0.029
 有自住房 432 23(5.3)

 租房 83 10(12.0)
个人精神疾病史 - 0.002
 无 505 29(5.7)

 有 10 4(40.0)
产前建档时PHQ-9评估 3.265 0.071
 无异常 450 25(5.6)

 抑郁症状 65 8(12.3)
睡眠情况 18.603 <0.001
 正常 198 4(2.0)

 睡眠障碍 91 14(15.4)

 睡眠可但常被唤醒照顾 226 15(6.6)

 新生儿

与配偶关系 18.361 <0.001
 好 485 25(5.2)

 不好 30 8(26.7)
新生儿性别 3.693 0.071
 男 260 22(8.5)

 女 255 11(4.3)
喂养方式 9.561 0.012
 奶粉喂养 24 5(20.8)

 混合喂养 305 15(4.9)

 母乳喂养 186 13(7.0)
产后3

 

d发生抑郁症状 43.425 <0.001
 没有 485 22(4.5)
 有 30 11(36.7)

2.3.3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logistic
回归分析 以产褥期结束时有无发生产后抑郁症状

为因变量(0=无,1=有),纳入表3中的项目为自变

量,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。结果见表4。
表4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

变量 β SE Waldχ2 P OR(95%CI)
常量 -6.268 0.890 49.561 <0.001 0.002(-)
产后3

 

d抑郁 1.991 0.487 16.745 <0.001 7.325(2.822~19.013)
睡眠障碍 1.904 0.613 9.634 0.002 6.713(2.017~22.341)
与配偶关系 1.504 0.537 7.845 0.005 4.500(1.571~12.891)
新生儿性别 0.933 0.422 4.887 0.027 2.543(1.112~5.817) 

  注:自变量赋值如下。产后3
 

d抑郁:否=0,是=1;睡眠以正常为参照设置

哑变量;与配偶关系:好=0,不好=1;新生儿性别:女=0,男=1。自变量容差

0.899~0.987,VIF
 

1.013~1.112。模型 Hosmer-lemeshow检验,χ2=5.935,

P=0.3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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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讨论

3.1 产褥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 人生的每个阶段

均有相应的心理发展任务,分娩以后女性需要完成

母亲角色和家庭结构转型的适应过程,容易激发心

理问题,是心理障碍发生的敏感期。本研究中产后

3
 

d和产褥期结束时产妇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

5.8%和6.4%。Liu等[12]2015年采用相同量表对

长沙地区产后4周产妇进行调查,同样以10分为截

断值,产妇抑郁症状发生率为6.7%,和本研究结果

趋同;Peng等[13]2016年对深圳市产后6周产妇,同
样以10分为截断值,11.5%的产妇存在抑郁症状,
高于本研究结果。可能不同地区的产妇产后心理健

康状况不同,此外,还可能与国家近几年倡导重视心

理健 康、尤 其 是 孕 产 妇 等 特 殊 人 群 心 理 健 康 有

关[14]。政策加持下,医院和社会更加重视孕产人群

心理健康可能是导致产后心理健康转好的原因之

一。Wisner等[15]报道美国14%女性产后4~6周

EPDS评分≥10分;Evans等[16]用EPDS量表调查

英国产后8周女性,以13分为截断值,有9.1%产

妇存在产后抑郁症状,结果均高于本研究。分析原

因可能为:中国的生育文化和家庭观念与西方有很

大不同,中国独特的月子文化可以使产妇获得更多

的关注和资源,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更加集中,可能

对产妇心理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[17-18],需要进一

步研究加以证实。
产后3

 

d和产褥期结束时均有一定比例产妇有

自伤自杀倾向,和EPDS得分不一定匹配,其中部分

产妇EPDS得分并未达到10分。这部分产妇虽然人

数不多,比例不高,但是自杀属于抑郁症患者的极端

行为,一旦发生,后果严重,医护人员需要给予她们更

多关注。自杀极少发生在产前和产时,大多发生在分

娩之后的居家期间[19]。孕期和产时产妇获得医疗支

持的渠道便利,得到医护人员的良好照护,而产褥期

需面临身体恢复、照顾婴儿等众多问题,情绪适应不

良可能导致自伤自杀等严重后果发生,所以提高产妇

家属对产妇情绪的关注非常重要和必要。
3.2 产后3

 

d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发

现,与配偶关系不好是产后3
 

d抑郁症状发生最重要

的危险因素,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[20]。良好的家

庭支持是产后抑郁的保护因素[21],而丈夫是产妇最

主要的支持来源。新生儿性别不符合预期增加产后

早期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,可能由于孕期对新生儿的

性别期待大,分娩后一时无法接受新生儿性别和预期

不同,因而影响情绪。良好的睡眠有利于产妇身心恢

复,本研究发现,产后夜间睡眠障碍增加抑郁症状发

生风险。此前也有研究报道类似结论:产后睡眠紊乱

增加抑郁的风险[22]。另外,产后3
 

d产妇刚经历分

娩,自身身体尚未完全恢复,同时面临即将出院,若没

有人帮助喂养新生儿,产妇面临独立喂养新生儿的问

题,感知压力大,心理负担重,也会增加其抑郁风险。
租房导致产后3

 

d抑郁症状发生风险增加,可能与产

妇担心月子期间居住环境有关。
3.3 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

发现,产后3
 

d发生抑郁症状的产妇,产褥期结束时

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是正常产妇的7.325倍,是最强

预测因子。国内外大多数指南均推荐对产后抑郁进

行筛查。美国医师学会推荐的筛查时间是产后4~8
周[1,23]。但本研究结果提示,在产后早期进行抑郁症

状筛查可能更加适宜,一方面出院前的筛查容易实

施,依从性相对较高,另一方面此时有抑郁症状的产

妇确实是抑郁症状持续存在的高危人群,可以争取时

间,提前对其进行预防干预,从而预防产后抑郁症的

发生。
与产后3

 

d一样,有睡眠障碍及与配偶关系不好

是产褥期结束时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,说明睡眠

质量和夫妻关系在整个产褥期心理保健中的重要性。
睡眠障碍可能并非是照顾新生儿所致,而更多的是产

妇本身的睡眠问题(本研究晚上照顾新生儿的次数并

未成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),需要联合睡眠专家进

行更专业化的干预,以提高睡眠质量。配偶支持的重

要性在其他研究中[24]被提及,是预防产后抑郁发生

的重要“靶点”。可见提高生理状态和增加社会支持

需要齐头并进才能提高心理保健的效率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是否有人帮助喂养新生儿和住

房情况不再影响产褥期结束时产妇的抑郁症状,可能

与产妇已逐渐适应母亲角色和生活环境有关。本研

究发现:新生儿性别与预期不符不再增加产褥期结束

时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,而分娩男性新生儿的产妇发

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。可能是经过产褥期的养育

和相处,产妇与新生儿已经产生了情感联结,对性别

的在意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产妇情绪影响减小甚

至消失。而随着时间推移男性新生儿会增加产后抑

郁症状的发生,可能与其养育难度高有关。有证据显

示:相比较女性婴儿,男性婴儿的免疫力低,更容易发

生感染和发育相关疾病,存在生物学因素上的生存劣

势[25-26],可能会导致养育压力增大、负担加重。以往

的国内外研究均无类似结果,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

索。
4 小结

本研究发现,产后早期抑郁症状对产褥期结束时

抑郁症状的发生有较强的预测作用,提示产后早期出

院前的抑郁症状筛查非常必要,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发

现高危人群,尽早开始精准预防干预。与配偶关系不

好、产后睡眠障碍是产褥期抑郁症状发生稳定的危险

因素,医护人员应关注产褥期产妇的睡眠质量,同时

需要帮助产妇促进夫妻关系,加强家庭内的社会支

持。此外,男性婴儿是否增加养育负担导致产妇不良

情绪的发生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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